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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企业出口能力视角构建分析中国出口增长之谜的理论框架。
首先，界定企业出口能力内涵，并结合企业动态能力、资源基础观、渐近式国际化理论阐述

其理论依据，然后将其分解为潜在出口供给能力、出口转化能力和冲击应对能力，进而考

察三者的决定因素。 其次，基于贸易壁垒冲击场景展开理论分析并构建模型，发现如果企

业出口能力（冲击应对能力）较强，则出口可维持增长趋势，因为冲击将倒逼和激励企业

进行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产品多样化程度、采取质量竞争策略。 再次，利用美国对华

反倾销的“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基本回归结果、机制分析、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证

实了理论分析的结论。 最后，通过企业层面的案例以及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验证实证结

果的可靠性。 本文还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并指出可拓展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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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国在频繁遭遇各种贸易壁垒、贸易摩擦、国外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不确定冲击的同时，创造

了出口增长奇迹。 然而，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如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垄断竞争理论、异
质性企业理论等，都无法对中国出口增长奇迹做出合理解释。 例如，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

虽然可以解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现象，但是无法解释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出口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变，更无法解释中国出口

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复杂度上升（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６）。 垄断竞争理论主要用于理解差异化最终产品的出

口，无法解释中国大量中间品和通用型机电产品的出口。 异质性企业理论把企业差异抽象成生产

率的差异，据此确定企业是否出口，但是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
因此，解释中国出口增长之谜成为研究重点，形成了以下几种理论视角。 第一，外因论：将中国

出口增长奇迹归因于成功抓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ＧＶＣ）快速发展

的外在机遇（吴福象和刘志彪，２００９；邢予青，２０２２）。 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和外资企业大量涌入并

驱动加工贸易、中间品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发展就是高效参与 ＧＶＣ 的表现。 在此过程中，中国本土

企业参与 ＧＶＣ 的能力不断提高，位置不断上升，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形成绝对竞争优势，而且在

机电产品、运输设备等高技术产品领域的竞争优势快速提升。 但该理论忽视了一些事实，如海关数

据表明 ２００５ 以来中国加工贸易份额就不断下降，２０２１ 年占比降为 ２１. ７％ ，但同时期中国出口反而

更多；外资企业出口占比虽然较高，但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５８. ３％降低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４. ２７％ ，而非外资企

业出口占比不断上升。 而且，ＧＶＣ 引致的中国出口增长更多是一种技术性解释，没有从根本上厘

清中国企业为何能有效参与 ＧＶＣ 并促进出口增长。 第二，内因论：将中国出口增长奇迹归因于综

合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和强化，即由劳动力、扩大开放、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国内大市

场到技术创新优势的梯度递进、逐级叠加、螺旋上升（裴长洪等，２０２１）。 在初始阶段，劳动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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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田巍等，２０１３）。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推动形成全方位多领域的

制度性开放优势。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市场规模和技术水平不断完

善，竞争优势不断累积（白重恩和冀东星，２０１８；周茂等，２０１９）。 这类研究具有较强说服力，指出了

中国特色内在因素在出口中的作用，但是偏向宏观分析，没有深入分析出口主体的行为。 第三，国
内市场扭曲论：认为中国出口增长是国内市场分割、要素扭曲和市场不发达造成的被动出口（朱希

伟等，２００５；张杰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这类研究没有意识到国内市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完善，且近 １０
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因此虽然可部分解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

口增长问题，但显然无法解释其后的出口增长现象。 国内市场扭曲也许可以短时间迫使企业出口，
但如果没有国内市场的支撑，企业不可能有持续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从企业出口行为和出口特征

视角的考察。 一些文献从企业管理能力（张体俊等，２０２２）、企业相关生产能力（郭琪等，２０２０）等考

察企业出口行为。 另外，现有文献考察了企业出口多样化（黄先海和周俊子，２０１１）、质量提升（施
炳展，２０１４）等行为。 这类研究虽然触摸到企业出口增长的微观行为机理，但只是考察企业出口行

为与特征的某个侧面，没有系统地从企业层面解释中国出口增长问题。
上述理论对理解中国出口增长奇迹大有裨益，但也存在不足。 出口增长最终源自于企业，这背

后有复杂的宏微观、内外部原因，特别跟企业自身能力有关。 即使是 ＧＶＣ 引致的出口增长，也依赖

企业要具备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能力。 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企业的出口行为及背后机理。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理论方面，构建一个从企业出口能力视角分析中国出口增长之谜

的理论框架。 本文首次界定企业出口能力的内涵、比较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并结合企业动态能力、
资源基础观（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ｖｉｅｗ）、渐近式国际化理论（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阐述其理

论依据。 在此基础上，将企业出口能力分解为潜在出口供给能力、出口转化能力和冲击应对能力，并
考察每种能力的决定因素。 第二，以贸易壁垒冲击为具体场景系统分析企业出口能力以及其促进出口

增长的机制。 第三，在实证研究方面，利用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准自然实验检验企业出口能力，发现反倾销

冲击下企业层面出口并没有降低，表明企业出口能力较强，并验证了理论分析中各类机制的存在性。 该

结论与现有文献利用产品层面出口数据的实证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具有启发意义。 最后，本文立足企业

来理解中国出口增长之谜，可解释中国频繁遭遇各种不确定冲击下的出口持续增长，具有一定宏观意义。

二、 基本事实与文献综述

（一）中国出口的基本事实：确定性的增长与不确定性的世界

一方面，中国出口长期快速稳步增长，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增长。 １９７８—２０２１ 年间，中国

货物出口额由 １００ 亿美元增长到 ３３６３８ 亿美元，占世界份额由 ０. ７６％增加到 １５. ０７％ ；２００８ 年爆发

全球金融危机，出口额同比增长 １７. ２％ ；虽然 ２００９ 年同比下降为 １６. ０％ ，但是占世界份额由

８. ８６％上升到 ９. ５７％ ，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并保持至今；２０１０ 年出口额恢复正增长，同
比增长 ３１. ３％ 。① 中国对美国的货物出口也持续高速增长，由 １９９８ 年的 ３７９. ５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５６７１. １ 亿美元，２０２１ 年美国仍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国，占中国货物出口比重为 １７. １３％ 。② 即

便中美贸易摩擦严重时期，中国对美出口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势头。 根据海关数据，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

美出口同比增长 １１. ３％ ，占中国货物出口总额 １９. ２％ ；２０１９ 年同比下降 １２. ５％ ，２０２０ 年新冠疫情

全球大流行冲击下，中国对美出口仍恢复正增长，同比增长 ７. ９％ ；２０２１ 年同比增长 ２７. ５％ 。 与此

同时，中国加工贸易比重由 １９８１ 年的 ６％增长到 １９９８ 年的 ５３. ４％ ，但此后不断下降，一般贸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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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
１９９８ 年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１ 年数据来自于海关总署。



重从 ２０１０ 年起重新超过 ５０％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工贸易比重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３４. ８％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１. ７％ ；且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改革开放之初以初级产品为主（１９７８ 年比重为 ５３. 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实现向工业制成品为主转变（１９８６ 年比重达到 ６３. ６％ ）；９０ 年代完成向机电产品为主

转变，２００１ 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超过 ９０％ ；２１ 世纪以来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比重不断提高，２０２１ 年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分别为 ９５. ８％和 ４. ２％ ；１９８５—２０２１
年，机电产品出口从 １６. ８ 亿美元增加到 １. ９９ 万亿美元（占出口比重达到 ５９％ ），连续十多年成为

机电产品第一大出口国，同期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比重从 ２％ 左右提高到 ２９. １％ ；从市场主体看，
２０２１ 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达 ３ 万亿美元，占外贸比重上升到 ４８. ９％ ，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①

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国际市场环境一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加入 ＷＴＯ 之前，出口关税较

高，且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歧视性待遇，特别是美国虽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却受美国国会的

年度审查。 在加入 ＷＴＯ 之后，出口的国际市场环境有所好转，关税壁垒显著降低，但是非关税贸

易壁垒不断增多，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加剧趋势。 中国遭受了世界最多的各类型贸易壁

垒，尤以反倾销最为严重。 Ｂｏｗｎ（２０１４）发现中国出口到印度、美国、欧盟和巴西的产品中，分别有

２３％ 、９％ 、７％和 １９％的产品遭受反倾销制裁。 据 ＷＴＯ 统计，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间全球发起的反倾销

调查案件共 ６１３９ 起，中国占 １４４０ 起，比重为 ２３％ ，位居世界第一，涉案产品②分布于诸多行业和各

种所有制企业（许家云等，２０２１）。 美国发起的对华反倾销调查和实施数都排名第二，印度位居第

一（Ｃｈａｎｄｒａ ＆ Ｌｏｎｇ，２０１３；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分

批次加征关税，造成的不确定性更大。
（二）中国出口增长的理论解释

第一类研究将中国出口增长归结于全球生产分工方式变革（全球价值链）的外因。 吴福象和

刘志彪（２００９）较早从 ＧＶＣ 角度解释中国出口增长，归因为全球生产非一体化、跨国公司对制造环

节的外包以及中国企业有效参与 ＧＶＣ。 邢予青（２０２２）从 ＧＶＣ 角度对中国出口增长之谜进行了系

统性研究，认为企业深度参与 ＧＶＣ 是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类研究认为中国出口

持续增长源自于与时俱进的综合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 裴长洪等（２０２１）从劳动力优势、制度性开

放、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市场规模、技术创新五种优势的历史演进和梯度递进角度解释中国出口

持续增长。 诸多文献考察了具体的比较优势在中国出口中的作用，成为该理论的佐证。 田巍等

（２０１３）发现高劳动人口比重和低劳动力工资是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白重恩和冀东星

（２０１８）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企业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 周茂等（２０１９）发现人力资本扩

张可有效推动出口升级和动态调整。 第三类研究认为中国出口增长是基于国内市场扭曲的被动行

为。 张杰等（２０１０）发现，市场分割可有效激励中国本土企业出口，张杰等（２０１１）认为要素市场扭

曲激发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且对前者的影响更大。 朱希伟等（２００５）认为中国出口增长是

国内市场分割导致企业无法利用内需而被迫出口的扭曲现象。 第四类研究是基于企业出口行为和

出口特征的考察，为进一步从企业层面开展研究提供了参考。 在企业能力与出口行为方面，张体俊

等（２０２２）发现企业管理能力可提升出口二元边际与出口产品质量。 郭琪等（２０２０）指出企业相关

生产能力是出口多元化的前提条件。 在企业出口产品特征方面，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６）发现中国出口有着

与其收入水平不匹配的较高技术水平和出口结构。 姚枝仲等（２０１０）发现产品种类增加和质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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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加工贸易和外贸主体比重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高水平开放成效显著，合作共赢展现大国担当———党的十八大

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２０２１ 年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由海关总署数据计算

得出；其余数据来源于《对外经贸跨越发展，开放水平全面提升———改革开放 ４０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
涉案产品指反倾销制裁所针对的产品，下同。



高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黄先海和周俊子（２０１１）考察了中国出口的地理广化、产品广化

和结构优化，发现产品广化企业的出口能力更强。 施炳展（２０１４）测算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发

现，持续出口企业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并对出口持续时间和广度具有促进作用。
（三）贸易壁垒冲击与企业出口

一方面，诸多文献认为反倾销存在贸易抑制效应。 例如，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利用产品层面数据研

究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发现会降低中国涉案产品的出口。 Ｃｈａｎｄｒａ ＆ Ｌｏｎｇ（２０１３）发现反倾销

对中国企业生产率有负面影响，可能导致企业出口竞争力降低以及出口减少。 王孝松等（２０１４）发
现反倾销具有显著的贸易抑制效应，使得中国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所降低。 蒋为和孙浦

阳（２０１６）发现美国对华实施反倾销制裁后，企业涉案产品出口显著下降。 从机制看，反倾销可通

过“寒蝉效应”、市场退出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发挥作用。 寒蝉效应指对某一种产品发起反倾销

制裁，会使得其他产品的出口也相应下降。 市场退出效应指反倾销制裁会使得企业退出发起国市

场，Ｂｅｓｅｄｅš ＆ Ｐｒｕｓａ（２０１３）发现反倾销使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提高了 ５０％ 。 贸易转移效应指企业

面临反倾销冲击时，可能会改变出口目的地，增加对其他国家出口（Ｂｒｅｎｔｏｎ，２００１）。 另一方面，一
些研究发现反倾销并不存在显著作用，甚至对企业出口有一定积极作用。 贸易壁垒具有双重作用，
既增加企业出口成本和风险，同时也将促进企业理解市场信息（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Ｐｅｒ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企业

资源越多，贸易壁垒的影响越小，出口增加的可能性越大，大企业的竞争者数量减少反而有利于其

出口增加（Ｆｏｎｔａｇｎé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２０１３）运用案例研究证明反倾销并不能抑制进口，Ｅｇｇｅｒ
＆ Ｎｅｌｓｏｎ（２０１１）使用 １９６０—２００１ 年间的双边贸易数据发现基本不存在寒蝉效应，且企业可通过绕

道其他国家来抵消反倾销的影响。 国内研究也发现反倾销并不完全表现出贸易抑制效应。 中国大

部分出口由多产品出口企业所贡献，企业内部的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和多样化策略可抵消反倾销的

作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间，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数量占比约在 ７１％—８４％ 之间，出口额占比达到

９０％左右（钟腾龙等，２０１８）。 蒋为和孙浦阳（２０１６）发现虽然美国对华反倾销表现出贸易抑制效

应，但产品与市场多元化会减缓负面影响，部分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企业对美出口甚至会增加。 龙

小宁等（２０１８）也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增加了多产品企业对美非涉案产品的出口。 罗胜强和

鲍晓华（２０１９）发现虽然反倾销具有贸易抑制效应，但并没有显著减少在位企业出口。
（四）文献评述

现有文献虽然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出口奇迹进行了解释，但大多是宏观和行业层面的研究，从企

业行为视角出发的文献还较少。 贸易壁垒与企业出口这一具体场景的文献也主要从产品层面出

发，无法认识企业出口能力在缓解贸易壁垒中的作用。 一些文献如蒋为和孙浦阳（２０１６）、龙小宁

等（２０１８）以及许家云等（２０２１）研究了反倾销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但与本文存在较大区别。 第

一，本文旨在提供从企业出口能力视角理解中国出口奇迹的理论框架，贸易壁垒冲击只是检验不确

定冲击下企业出口能力的场景。 比较而言，龙小宁等（２０１８）着重研究反倾销对非涉案产品的影

响，没有研究企业总出口的变化情况。 蒋为和孙浦阳（２０１６）侧重研究反倾销对企业出口总绩效的

影响，只略微涉及产品和市场多元化的作用。 许家云等（２０２１）研究反倾销对企业各类产品出口量

的影响。 第二，本文所用数据样本及被解释变量与上述文献存在较大差别，结论自然也存在差异。
第三，本文与上述文献也有相似之处。 蒋为和孙浦阳（２０１６）发现部分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企业对

美出口甚至会增加，龙小宁等（２０１８）也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显著增加多产品企业对美非涉案产品

出口，许家云等（２０２１）指出反倾销会倒逼企业提高效率和产品质量，对出口有一定积极作用。

三、 企业出口能力分析框架

本节构建企业出口能力分析框架解释中国出口奇迹，并利用贸易壁垒冲击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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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出口能力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１． 企业出口能力的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 本文将企业出口能力界定为企业汇聚、整合、配置国

内国外资源和要素，完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国际市场联系以适应不确定的国际市场环

境，从而维持出口持续增长的能力。 这种能力是动态变化的，企业在出口过程中不断积累各类资

本、知识、技术、经验等，并提高要素配置能力以使得出口能力不断增强。 现有文献没有明确提出

企业出口能力概念，但存在一些类似概念。 例如，张体俊等（２０２２）提出企业管理能力，指企业有

效整合资源以应对外部威胁并利用外部机遇的能力。 郭琪等（２０２０）提出企业相关生产能力，指
企业进行内部资源转换以生产新产品的能力。 企业出口能力与以往解释企业出口的概念如出口

韧性、出口竞争力等概念虽有相似性，但也有明显不同。 出口韧性指企业从冲击中恢复到初始状

态的能力，并不涉及出口提升（贺灿飞和陈韬，２０１９）。 出口竞争力更多是宏观概念，指国家、行业

或者产品层面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或出口额增长（文东伟等，２００９）。 现有文献更多将出口韧性和

出口竞争力看作结果变量，而企业出口能力是一种内在的综合能力，正是其使得企业具有出口韧

性和竞争力。
２． 企业出口能力的理论基础。 第一，出口能力可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动态能力。 战略管

理领域的文献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根据需要整合、构建、重新配置和更新内外部资源以快速响应

复杂环境的能力（Ｔｅｅｃ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 它可以解释企业如何快速应对外部冲击以在不确定的环境

中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 市场环境变化越快，企业越有可能依靠动态能力获得竞争优势，因为它推

动企业变革，研发新产品和工艺。 因此，企业出口能力可被认为是企业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维持

出口增长的动态能力，正是因为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才使得企业不断破除路径依赖，获得长期出

口竞争力。 第二，企业出口能力也可从资源基础观中找到依据。 Ｐｅｎｒｏｓｅ（１９５９）认为企业积累的资

源和知识具有可转换性，是生产新产品和出口升级的基础。 Ｔｅｅｃ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进一步指出，企业经

验及积累的资源很少只适用于生产特定产品，也可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因而在不同产品之间具有

可转换性。 而且，企业积累的资源对产品创新、产品升级、多元化有促进作用。 第三，企业出口能力

的提高也可从渐进式国际化理论导出。 该理论源自 Ｊｏｈａｎｓｏｎ ＆ Ｖａｈｌｎｅ（１９７７），认为企业国际化行

为是逐步的学习过程，在出口过程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 企业的国际扩张是其国际化经验和知

识基础的函数，并成为进一步国际化的驱动力。 随着企业对国际市场的理解不断增强，国际化程度

不断提高，出口能力也不断增强，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则不断降低。
（二）企业出口能力的分解及决定因素

根据上文企业出口能力的定义和理论分析，可以对其进一步分解并考察其决定因素。
１． 潜在出口供给能力。 这一能力构成企业出口的基础性因素，决定企业长期和均衡状态下的

出口。 根据资源基础观，潜在出口供给能力主要取决于企业能够使用的要素和资源，既来自自身拥

有的要素、知识和经验，也来自宏观和行业层面的资源供给。 中国出口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是国

家、行业和企业层面的要素和资源持续积累，推动潜在出口供给能力上升。 一是从国家层面看，国
内要素供给优势不断强化。 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优势仍存在，人力资本持续提高，资本供给和融资约

束不断缓解，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不断提高，新型基础设施和数字要素供给位居世界前列，这些都改

善了企业出口的宏观环境，使得可使用的要素和资源更多，提高了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相应的出口能

力。 二是从行业层面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完善，配套能力不断增强，技术进步显著提升，国
内价值链长度不断延伸，中间品供给质量不断提高，使得企业可更加灵活进行产品转换。 此外，除
了少数特有技术外，企业的技术水平取决于行业层面的技术水平。 随着人员流动和知识传播，它们

在企业间转移和外溢，因此行业层面技术积累和进步，将促使企业出口供给能力提高。 三是从企业

自身看，根据资源基础观和渐进式国际化理论，企业在出口过程中不断积累出口知识、技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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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国际市场的熟悉程度和适应能力不断增强，使得潜在出口能力持续提高。
２． 将潜在出口供给转化为实际出口的能力（出口转化能力）。 潜在出口供给能力并不等于实

际出口，中国一直以来都有较强的出口供给能力，但其实现并不容易。 出口转化能力的本质在于找

到产品的国际购买者，该过程类似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一跃”，如果不能顺利转化，价值就无法转

化为使用价值，潜在的出口供给能力只能变为剩余产能。 出口转化能力可以细分为嵌入 ＧＶＣ 的能

力、开拓国外市场的能力、建立国际关系网络的能力，这些能力正是渐进式国际化理论主要讨论的

内容。 嵌入 ＧＶＣ 的能力本质上来自渐进式学习和积累过程。 商业关系和国际网络则是企业国际

化所需的重要资源，是在贸易壁垒冲击中扩大出口的重要手段。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由最初

的 ＧＶＣ 最低端（加工贸易）逐渐攀升到价值链中高端，嵌入 ＧＶＣ 的能力不断增强。 中国企业在此

过程中建立和不断完善国际关系网络，与供应链上下游的关系不断巩固。 而且，中国企业在此过程

中对国际消费市场的偏好不断熟悉，诸多企业建立了国际销售网络，如设立海外营销中心、贸易子

公司及海外仓，增强了开拓国外消费市场的能力。
３． 应对国际市场各类冲击的能力（冲击应对能力）。 国际市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即使企业

潜在出口供给能力和出口转化能力很强，但如果企业能力过于刚性和路径依赖，也无法在不确定

性的国际市场中长期维持出口增长。 因此，企业还需有较强的冲击应对能力，这本质上是动态能

力理论在出口领域的体现，企业拥有的资源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增强了其应对国际市场冲击的

能力，从而在贸易壁垒冲击中维持出口增长。 此外，潜在供给能力和出口转化能力是企业长期积

累的能力，体现在长期出口表现中，构成冲击应对能力的基础，但通常不容易直接观察和衡量。
而冲击应对能力更容易观察，且是企业出口能力的综合反映，从而提供了考察企业出口能力的较

好场景。 因为冲击应对能力一方面来自潜在出口供给能力和出口转化能力，如根据资源基础观，
资源可以在国际市场冲击中给企业提供足够缓冲，帮助企业快速成长；另一方面，它依托于企业

能否灵活调整和重组资源要素以适应环境，摆脱对原有路径的依赖，在产品种类、产品质量、生产

成本等方面不断创新。
（三）贸易壁垒冲击场景下企业出口能力与出口增长的理论分析

上文已经构建企业出口能力基本分析框架，接下来将基于贸易壁垒冲击场景具体分析。
１． 贸易壁垒冲击下企业出口增长的可能性。 具有一定出口能力的企业完全可以在贸易壁垒冲

击下维持出口增长趋势。 第一，企业出口主要取决于潜在出口能力和出口转换能力，贸易壁垒冲击

下这两种能力并没有变化。 而且，遭受冲击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大的潜在出口能力。 第二，贸易壁垒

冲击（如对特定产品加征反倾销关税）只是临时性需求冲击，更多是针对特定产品的短时间局部性

影响。 如果企业出口能力特别是冲击应对能力较强，如出口产品转换、产品多样化、产品质量提升

能力较强，那么其出口增长趋势有望维持，总出口额不必然下降，甚至可能逆势增长。 多产品出口

企业在中国出口中起主导作用（钟腾龙等，２０１８），也就主导了贸易壁垒冲击下中国企业的出口行

为。 第三，企业的出口惯性和路径依赖、信息不完全和事前不确定性、产品的国外需求弹性也可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遭受贸易壁垒冲击后的出口增长行为。 因此，在遭受贸易壁垒冲击后，企业层

面的出口并不必然降低，企业出口能力的增强甚至可能使得出口增加。
２． 贸易壁垒冲击下企业出口能力的具体表现。 第一，贸易壁垒冲击下的企业出口产品转换。

一是贸易壁垒使得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间相对生产成本发生变化，促使企业从“涉案产品”向“非
涉案产品”转换。 从生产侧看，贸易壁垒冲击使得“涉案产品”出口价格上升，出口竞争力相应下

降，反过来也意味着“非涉案产品”出口价格相对下降和竞争力相对上升，将激励企业出口更多该

类产品。 从需求侧看，贸易壁垒的部分成本会传导至发起国消费者，同样意味着“涉案产品”相对

价格上升，需求可能减少。 但在收入不变条件下，消费者可能将需求转移到相对价格较低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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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产品”。 二是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特点决定其产品转换能力较好。 中国企业大部分处于

ＧＶＣ 中低端环节，生产线专用性程度相对较低，进行生产线改造和产品转换的能力较强。 中国的

产业链供应链非常完善，可以快速便捷地获得各类中间产品，也使得企业可以快速切换到生产并

出口其他产品。 三是相对于核心产品，当非核心产品遭受贸易壁垒冲击时，企业甚至能够积累应

对贸易壁垒的能力。 当核心产品遭受冲击时，企业虽然可进行出口产品转换，但转换成本无疑更

高。 但是，对于多产品出口企业而言，遭受冲击的产品很有可能是非核心产品，并不会造成全局

性影响，反而会培养应对贸易壁垒冲击的意识，积累产品转换能力。 四是对于单产品出口企业而

言，它们无法在现有产品间转换，如果不能较快地开发出新产品，其出口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甚至

退出市场。 但是，单产品出口企业释放的要素资源和市场份额可能重新配置到多产品出口企业

中，推动其出口增加。
第二，贸易壁垒冲击下的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 多产品企业出口转换行为衍生出产品多样化

行为，这是企业获得出口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 不确定性降低会使企业更多地生产核心产品，从而

最大程度发挥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 但在现实中，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

２１ 世纪以来经常面临各种贸易壁垒冲击。 如果企业出口产品过于集中，那么一旦遭受冲击就可能

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为了尽可能分散和规避风险，企业的理性选择是提高产品多样化程度，即使从

成本和规模经济看存在不合理之处，这是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大量存在的主因。 因此，在面临贸易

壁垒冲击时，企业会强化出口产品多样化行为来维持出口增长。 第三，企业生产率在出口产品转换

与出口多样化行为中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根据异质性企业理论，贸易壁垒冲击使得出口的生产率

门槛更高，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继续出口；另一方面，生产率是企业综合能力的反映，出口产品转

换、生产的差异化和多样化都会产生各类协调成本，要求企业综合能力较强。 第四，企业将从数量

竞争策略转向质量竞争策略，从而增加出口竞争力并降低遭受贸易壁垒的可能性。 姚枝仲等

（２０１０）发现产品种类增加和质量提高对中国出口增长起主要作用。 一是贸易壁垒冲击激发了企

业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 企业意识到价格竞争策略存在很大风险且不可持续，从而将向质量竞争

策略转型。 产品质量提升也有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增强，进而可以使用更多资源和要素，引起企业

出口能力提升及出口增长。 二是质量竞争策略引起单位产品出口获利能力提高，将弥补出口量下

降导致的出口额损失。
（四）贸易壁垒冲击场景下企业出口能力与出口增加的理论模型

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接下来构建理论模型更具体地刻画贸易壁垒冲击下的企业出口行为。
１． 消费者问题。 假设世界有两个国家 ｏ 和 ｌ，ｏ 国的企业生产异质性产品并向 ｌ 国出口。 ｌ 国的

消费者同质，效用函数为：

Ｕｌ ＝ ∫ω∈Ω
Ｃ ｌ（ω）

σ－１
σ ｄω( )

σ
σ－１ （１）

　 　 其中，Ｃ ｌ（ω）表示商品 ω 的消费量，σ ＞ １ 表示产品间替代弹性，Ω 是消费可选择集。 为简化问

题，假设 ｌ 国的劳动供给无弹性，消费者的收入为劳动工资且全部用于购买 ｏ 国消费品，ｌ 国的消费

支出为常数 Ｅ，因此其预算约束为：∫ ω∈Ωｐｌ（ω）Ｃ ｌ（ω）ｄω≤Ｅ。 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 Ｕｌ，求解

可得消费者需求函数（２）式。 其中 Ｐ ｌ ＝ ［∫ ω∈Ωｐｌ（ω） １ － σｄω］ １ ／ （１ － σ）为综合价格指数。
Ｃ ｌ（ω） ＝ ＥＰσ－１

ｌ ｐｌ（ω） －σ （２）
　 　 ２． 生产者问题。 假设 ｏ 国生产者的生产率 φ∈［０，∞ ］为随机变量，服从连续分布函数 ｇｏ（φ），
累积分布函数为 Ｇｏ（φ）。 不失一般性，假设每个生产者有两个工厂，生产两种产品 ωｍ 和 ωｎ。①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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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简化分析，本文假设生产者只有两个工厂，并生产两种产品，但也可扩展至 Ｎ 种产品的情形。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的基本模型不同，本文认为两个工厂有生产关联效应。 两种产品的生产关联成本被

定义为 ϕ（ｑｍ，ｑｎ；φ），并满足（３）式，其中 ｑｍ，ｑｎ 分别表示产品 ωｍ 和 ωｎ 的产量。
∂ϕ（·）
∂ｑｉ ≥０，∂

２ϕ（·）
∂（ｑｉ） ２ ≥０，∂

２ϕ（·）
∂ｑｍ∂ｑｎ ≥０，ｉ ＝ ｛ｍ，ｎ｝ （３）

　 　 （３）式第 ３ 项表明增加 ωｎ 的产出会提高 ωｍ 的边际成本，即两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具有替代性。
此外，本文假设企业生产率对生产关联成本有降低效应：

∂
∂φ

∂ϕ（·）
∂ｑｉ ≤０， ∂

∂φ
∂２ϕ（·）
∂（ｑｉ） ２ ≤０， ∂

∂φ
∂２ϕ（·）
∂ｑｍ∂ｑｎ ≤０，ｉ ＝ ｛ｍ，ｎ｝ （４）

　 　 假设 ｏ 国生产者出口产品 ｉ 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为 ｆｏｉ，此外还需向 ｌ 国缴纳贸易壁垒造成的额

外关税 τｉ≥１，其中 τｉ ＝ １ 意味着对产品 ｉ 不征额外关税。 生产单位产品 ｉ 的可变成本为 τｉｗｏ ／ φ，其
中，ｗｏ 为 ｏ 国工资。 给定生产率为 φ 的企业，生产 ωｍ 和 ωｎ 两种产品的总成本：

ｃ（ｑｍ，ｑｍ；φ） ＝ ∑ ｉ ＝ ｍ，ｎ
（ ｆｏｉ ＋

τｉ

φ ｑｉ）ｗｏ ＋ ϕ（ｑｍ，ｑｎ；φ） （５）

　 　 企业的优化问题为（６）式，约束条件为 ｑｉ ＝ ＥＰσ － １
ｉ （ｐｉ） － σ，ｉ∈｛ｍ，ｎ｝。

ｍａｘ
｛ｑｉ｝ ｉ ＝ ｍ，ｎ

∑ ｉ ＝ ｍ，ｎ
ｐｉｑｉ － ｃ（ｑｍ，ｑｎ；φ） （６）

　 　 ３． 均衡的定义。 假设各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基于对消费和生产的刻画，均衡可定义为：存
在价格｛ｐｉ｝ ｉ ＝ ｍ，ｎ使得：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即存在 Ｃ ｌ（ωｉ）使得 Ｕｌ 取最大值；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即
存在 ｑｉ 使得利润最大化；市场出清，即生产等于消费，ｑｉ ＝ Ｃ ｌ（ωｉ）。

４． 模型分析：贸易壁垒、出口产品结构转换与出口增加。 求解利润最大化问题可得一阶条件：

ｑｉ ＝ Λｉ
τｉ

φ ｗｏ ＋ ｄ
ｄｑｉϕ（·；φ）æ

è
ç

ö

ø
÷

－σ

，ｉ ＝ ｛ｍ，ｎ｝ （７）

　 　 其中，Λｉ ＝
σ － １
σ （ＥＰσ － １

ｉ ） １ ／ σ[ ]
σ

。 如果只生产一种产品，则（７）式退化为：

ｑ ＝ Λ τ
φ ｗｏ( )

－σ
（８）

　 　 由此可知，ｄｑ ／ ｄτ ＜ ０，这意味着贸易壁垒使得关税增加后，单产品企业的出口将下降。
如果两种产品都生产，不失一般性，假设对产品 ωｍ 征收贸易壁垒关税，不对 ωｎ 征税。 根据

（７）式，给定 ωｎ 的最优产出 ｑｎ∗，可得：ｄｑ
ｍ

ｄτｍ
＜ ０，即对于多产品出口企业，给定产品 ωｎ 的出口量，对

产品 ωｍ 征收关税会使得该产品的最优出口量下降。 由于产品 ωｍ 和 ωｎ 有生产关联成本，ｑｍ 的下

降将直接影响到 ｑｎ，可得：ｄｑ
ｎ

ｄτｍ
＞ ０，进而可得产品 ωｍ 和 ωｎ 的出口额分别为：

Ｒ ｉ ＝ （ＥＰσ－１
ｉ ） １ ／ σ（ｑｉ） １－１ ／ σ，ｉ ＝ ｛ｍ，ｎ｝ （９）

　 　 由于价格指数 Ｐ ｉ 为常数，因此可知对产品 ωｍ 征收贸易壁垒关税会降低产品 ωｍ 的出口

额，增加产品 ωｎ 的出口额。 具体而言，企业生产成本由可变成本和生产关联成本构成，虽然

贸易壁垒会增加企业可变成本，进而使得涉案产品的最优产量下降，但同时会使得另一种产

品的生产成本下降，当其下降使得非涉案产品的出口增加效应足够大时，企业总出口额反而

会增加。
５． 模型分析：区分核心产品和非核心产品遭受贸易壁垒的情形。 本文进一步区分核心产品和

非核心产品：假设出口中 ωｍ 的占比超过 ωｎ，则 ωｍ 是核心产品，ωｎ 为非核心产品。 为理解贸易壁

垒针对核心产品和非核心产品时的不同影响，不失一般性，假设生产关联成本为：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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ϕ ＝ （ｑｍ ＋ ｈｑｎ） ２

２φ （１０）

　 　 其中，ｈ ＞ １，刻画了核心产品程度。 （１０）式意味着产品 ωｍ 的边际生产关联成本相对较低，当

对核心产品 ωｍ 征收贸易壁垒关税时，非核心产品 ωｎ 的边际生产关联成本为ｄϕ
ｄｑｎ ＝ ｈ（ｑｍ ＋ ｈｑｎ）

φ 。 此

时企业总出口额为 Ｒ ＝ （ＥＰσ － １） １ ／ σ ［（ ｑｍ） １ － １ ／ σ ＋ （ ｑｎ） １ － １ ／ σ］，如果只考虑贸易壁垒关税 τｍ 对Ｒ ＝
（ｑｍ） １ － １ ／ σ ＋ （ｑｎ） １ － １ ／ σ的影响，可得：

ｄ Ｒ
ｄτｍ

＝ σ － １
σ （ｑｍ） －１ ／ σ ｄｑｍ

ｄτｍ
＋ （ｑｎ） －１ ／ σ ｄｑｎ

ｄτｍ
[ ] （１１）

　 　 可以证明 ｄ
ｄｈ

ｄ Ｒ
ｄτｍ

＜ ０，①意味着对核心产品征税时，其核心程度越高，对企业总出口额的负向效

应越大，当其达到临界点时，产品 ωｍ 的出口下降效应大于产品 ωｎ 的出口增加效应，企业总出口额

会减少。 相反地，当对非核心产品征税时，产品 ωｎ 的出口下降效应小于产品 ωｍ 的出口增加效应，
企业总出口额反而会增加。

６． 模型分析：企业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转换。 当对产品 ωｍ 征收贸易壁垒关税时，该产品的出口

额会降低。 企业生产率越高意味着贸易壁垒关税和生产率的比值越小，根据（７）式，贸易壁垒关税

的直接影响较小。 在生产关联成本为（１０）式情形下，生产率对ｄｑｍ

ｄτｍ
没有直接影响，但对产品 ωｎ 而

言，可证 ｄ
ｄφ

ｄｑｎ

ｄτｍ
＞ ０，这意味着生产率越高，出口产品转换的可能性越大，冲击应对能力越强。 本文

模型可推广到 Ｎ 种产品的情形，意味着企业生产率越高，其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可能性越大。
（五）企业遭受贸易壁垒冲击后出口增加的补充解释

一个疑问是，既然贸易壁垒冲击后企业出口可能增加，那么冲击前为什么不扩大出口？ 这主要

因为企业通常是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及局部最优的，且存在出口惯性和路径依赖行为。 第一，企
业存在出口惯性和路径依赖行为，即使这种路径并不是最优。 路径依赖最早被用于解释技术变迁，
后来被诺思用于解释制度变迁（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１），但它也可用于解释个体决策行为，如 Ｐｅｎｒｏｓｅ（１９５９）
认为企业成长受管理者经验和企业历史发展路径影响。 诺思认为，组织或企业的制度依赖其历史

制度，但并不确保效率甚至可能非效率，路径依赖很可能导致“惯性陷阱”问题。 这意味着沿着一

种状态既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路径，也可能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中，直到出现某种强大的外生冲

击。 诺思也指出，相对价格变化或激励机制的变化会改变路径依赖。 在企业出口决策行为中，也存

在路径依赖行为。 对于单产品出口企业，如果没有外生冲击，其更倾向于出口固有产品，但并不意

味是所有可能性选择中的最优行为，特别是随着环境和技术变化，这种历史选择很可能不是最优。
对于多产品出口企业，只有足够的外生冲击才能改变各种产品的相对成本，才能打破路径依赖进入

新轨道，其可能比历史路径要差，但很可能更好，特别是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 第二，企业

的信息不完全和事前不确定性也使得其无法在冲击前做到最优。 即使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企
业也并不一定处于所有可选集下的最优点。 因为企业面临信息不完全问题，特别是决策前并不完

全知道决策后的信息，这使得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和数量选择并不一定是全局最优，只可能是局部

最优。 异质性企业理论就表明企业在投资生产前并不知道投资后的生产率，很可能事后发现生产

率太低而退出市场。 对于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更高，事前不确定性更大。 第三，贸易壁垒冲击的

影响还取决于涉案产品的国外需求弹性，如果该弹性较小，则出口增长趋势有望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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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不少详细的模型推导过程未给出，下文的部分实证估计结果也未给出，不再注明，留存备索。



四、 贸易壁垒冲击场景下的实证研究

本节利用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准自然实验，①从实证角度检验贸易壁垒冲击下的企业出口能力。
（一）数据来源和说明

第一，世界银行反倾销数据库，包括美国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间对华反倾销案例的各项信息。 根据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本文依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ＩＴＣ）作出的最终肯定裁决统计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例及

其实施时间。 本文首先保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间美国对华所有反倾销调查，共包括 １０３ 项，其中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间案例数为４８ 个，与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的案例数一样。 然后，参照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的做法，若两个案例的

ＨＳ６ 位码相同或一个案例的 ＨＳ６ 位码是另一个的子集，则剔除后发起案例。 最终，本文获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间美国做出肯定裁决的 ６８ 个案例，涉及 １７４ 个 ＨＳ６ 位码。 第二，企业出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
第三，控制变量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参照通行做法对其处理。 第四，数据匹配和被反倾销企业

识别。 第一步，参照通行做法将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并保留出口目的地为美

国的样本。 第二步，根据 ＨＳ６ 位码将上述合并好的数据与美国对华反倾销数据匹配。 第三步，对企业是

否被反倾销进行识别，只要企业出口产品中有一种是涉案产品，就认为其属于被反倾销企业，其被反倾销

年份视为最早涉案产品的裁决年份。 最后，加总产品层面出口数据得到企业总出口额数据。
（二）实证方法的设计

１． 处理组和控制组的选择。 本文将受到反倾销影响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其他企业为控制组。
为了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的做法，对于受到影响的 ＨＳ６
位码，在同一 ＨＳ４ 位码下寻找控制组，使得处理组和控制组在 ＨＳ４ 位码上一致。 这意味着上文第

二步用 ＨＳ６ 位码匹配后，删除 ＨＳ６ 位码产品都没有受到反倾销影响的 ＨＳ４ 位码产品。
２． 实证模型的选择。 本文构建一个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模型如下：

Ｅｘｐｏｒｔｆｔ ＝ β０ ＋ β１ＡＤｆｔ ＋ Ｘ′ｆｔγ ＋ ηｆ ＋ λ ｔ ＋ εｆｔ （１２）
　 　 其中，ｆ 表示企业，ｔ 表示年份，β０、β１、γ 均是待估参数。 Ｅｘｐｏｒｔｆｔ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 ｆ 在 ｔ
年对美国的出口变量，在回归中分别为企业出口额的对数值（ｌｎ＿ｅｘｐｏｒｔ）、企业除核心产品外的其他

产品的出口比重，出口产品种类数等。 ＡＤｆｔ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企业 ｆ 在 ｔ 年是否受到反倾销制

裁，是取 １，否取 ０。 Ｘ ｆｔ表示控制变量组，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以企业人数对数值衡量）、企业

资本与劳动比率、利息支出比重、税负支出比重、企业所在国民经济 ４ 位码行业市场集中度（以赫

芬达尔指数衡量，ＨＨＩ）。 ηｆ、λ ｔ 分别表示企业、年份固定效应，εｆｔ为随机扰动项。
３． 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包括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代表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出口产品质

量、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出口产品种类数可根据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库计算得出，产品质量参考施

炳展（２０１４）的方法计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以 ＬＰ 方法计算。
４．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１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各变量的样本量、均值、方差、

最小值和最大值均比较合理。 其中 ＡＤｆｔ的均值为 ０. ４４９，表示有 ４４. ９％的样本受到反倾销影响。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企业出口额对数值 １０６８８９ １１. ２１９ ２. ９２９ ０. ０００ ２０. ３８５

ＡＤ 企业在 ｔ 年是否被反倾销 １０６８８９ ０. ４４９ ０. ４９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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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各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例数量较多，涉案产品有诸多重叠，笼统研究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可能不科学，而美国长期

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且对华反倾销案例位居第二位，所以本文以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例为样本。



续表 １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ｋｌｒ 资本劳动比对数值 １０６５００ ３. ７９８ １. ４４１ － ６. ４７６ １２. ５９２

ｌｎ＿ｌａｂｏｒ 就业人数对数值 １０６７７８ ５. ６０９ １. １３４ ２. ０７９ １２. ２０１

ｉｎｔ＿ｒａｔｉｏ 利息支出比重 １０４５２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３１ ０. ５９０

ｌｎ＿ａｇｅ 企业年龄对数值 １０６８８９ ２. １４７ ０. ６３３ ０. ０００ ４. １５９

ｔａｘ＿ｒａｔｉｏ 税负支出比重 １０１８４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７５ ０. ６７１

ＨＨＩ 国民经济 ４ 位码行业市场集中度 １０６８８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１ ０. ８１０

ｅｘｐ＿ｎｕｍ 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 １０６８８９ ２. １７４ ２. ３８４ １. ０００ １０３. ０００

ＴＦＰ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９１８８３ ５. ３３３ １. １７２ － ７. １９０ １１. ３２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１０６８８９ ０. ５４３ ０. １０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三）基本回归结果及分析

第一，全样本回归结果。 表 ２ 第（１）、（２）列给出了全样本下的基本回归结果，其中美国对华反

倾销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反倾销并没有降低中国企业层面的对美出口，反而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表明中国企业出口能力较强。 正如理论分析所阐述的，企业在贸易壁垒冲击后，出口的变

动取决于出口能力，并不必然下降。 经历过反倾销洗礼的企业将具有更加灵活的资源配置能力和

冲击应对能力，从而更加适应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 第二，区分被反倾销产品是核心产品还是非核

心产品。 当核心产品①被反倾销时，企业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出口结构调整的难度较大。 而当非

核心产品被反倾销时，企业受到的冲击较小，出口结构调整难度也相对较小，并将积累应对更大冲

击的能力，获得更大的激励效应。 因此，本文区分被反倾销产品是核心产品还是非核心产品，分别

构建两个处理组，处理组 １ 的被反倾销产品是核心产品，处理组 ２ 的被反倾销产品是非核心产品。
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反倾销冲击（ＡＤ）与核心产品（ｃｏｒｅ，如果是核心产品则取 １，反之取 ０）的交互

项（ＡＤ∗ｃｏｒｅ）。 表 ２ 第（３）、（４）列显示 ＡＤ∗ｃｏｒｅ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对于核心产品而言，
当非核心产品遭受反倾销冲击时，企业出口增加的可能性更大。 第三，区分单产品与多产品出口企

业。 多产品出口企业可以更便利进行产品转换，而单产品出口企业的选择较有限，因此进一步区分

单产品与多产品出口企业样本，分别进行实证检验。 表 ２ 第（５）—（８）列给出了估计结果，与上文

理论分析结论基本一致。 对于单产品出口企业样本，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当遭受反倾销冲击

后，出口额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下降。 而对于多产品出口企业样本，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遭受

到反倾销后，出口额更可能上升，成为中国出口在遭受反倾销冲击后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
表 ２ 基本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总出口额）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全样本
被反倾销产品是核心

产品 ＶＳ 非核心产品
单产品出口企业 多产品出口企业

ＡＤ
０. ５５２∗∗∗

（０. ０２５）
０. ５４３∗∗∗

（０. ０２６）
０. ９２８∗∗∗

（０. ０３０）
０. ９１７∗∗∗

（０. ０３１）
－ ０. １１６
（０. １３３）

－ ０. ２３５∗

（０. １３５）
０. ５８４∗∗∗

（０. ０２７）
０. ５７７∗∗∗

（０. ０２７）

ＡＤ∗ｃｏｒｅ
－ ０. ５６１∗∗∗

（０. ０２６）
－ ０. ５６０∗∗∗

（０.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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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多产品出口企业，核心产品为占企业出口比重排名第一的产品，核心产品之外的产品即为非核心产品。



续表 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全样本
被反倾销产品是核心

产品 ＶＳ 非核心产品
单产品出口企业 多产品出口企业

ｌｎ＿ｋｌ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４）
０. ０８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５）

ｌｎ＿ｌａｂｏｒ
０. ２１１∗∗∗

（０. ０２３）
０. ２０４∗∗∗

（０. ０２３）
０. ２７４∗∗∗

（０. ０８６）
０. ２０２∗∗∗

（０. ０２４）

ｉｎｔ＿ｒａｔｉｏ
－ ２. １５８∗∗∗

（０. ５８０）
－ ２. ０８５∗∗∗

（０. ５７７）
－ ０. ９５１
（２. １６０）

－ ２. １８７∗∗∗

（０. ６１２）

ｌｎ＿ａｇｅ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５
（０. １１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６）

ｔａｘ＿ｒａｔｉｏ
－ ０. ０９２
（０. ２２２）

－ ０. ０９１
（０. ２２１）

－ ０. ６５３
（０. ８５０）

０. ０２７
（０. ２３７）

ＨＨＩ
０. １０４

（０. ４７５）
０. ０９３

（０. ４７３）
０. ７９３

（１. ３７５）
０. ０７９

（０. ５１９）

＿ｃｏｎｓ
１０. ８０１∗∗∗

（０. ０７８）
９. ５３２∗∗∗

（０. １７４）
１０. ８２０∗∗∗

（０. ０７７）
９. ５９７∗∗∗

（０. １７４）
１１. ４００∗∗∗

（０. ２２８）
９. ７３０∗∗∗

（０. ５９９）
１０. ７１９∗∗∗

（０. ０８６）
９. ４８２∗∗∗

（０. １９０）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０６８８９ １００４７９ １０６８８９ １００４７９ ９７８１ ９１５５ ９７１０８ ９１３２４
Ｒ２ ０. ７５５ ０. ７５６ ０. ７５７ ０. ７５８ ０. ８７６ ０. ８８０ ０. ７５７ ０. ７５８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下表同。

（四）机制检验及分析

基本回归说明中国企业出口能力较强，那么维持企业出口增长的机制是什么？ 结合理论分析，
下文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出口产品结构转换、产品多样化、产品质量提升机制：

Ｅｘｐｏｒｔｆｔ ＝ β０ ＋ β１ＡＤｆｔ ＋ Ｘ′ｆｔγｅ ＋ ηｆ ＋ λ ｔ ＋ εｆｔ （１３）
Ｍｅｃｈｆｔ ＝ ｄ０ ＋ ｄ１ＡＤｆｔ ＋ Ｘ′ｆｔγｍ ＋ ηｆ ＋ λ ｔ ＋ εｆｔ （１４）

Ｅｘｐｏｒｔｆｔ ＝ φ０ ＋ φ１ＡＤｆｔ ＋ φ２Ｍｅｃｈｆｔ ＋ Ｘ′ｆｔγｎ ＋ ηｆ ＋ λ ｔ ＋ εｆｔ （１５）
　 　 其中，（１３）式与（１２）式相同，Ｍｅｃｈ 表示中介变量，分别为出口产品转换变量（ｎｏｎｃｏｒｅ＿ｓｈ，表示

核心产品被反倾销时非核心产品的出口比重）、产品多样化变量（ｅｘｐ⁃ｎｕｍ，表示出口产品种类数）、
出口产品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 如果 β１、ｄ１和 φ２ 的估计值均显著，说明存在中介效应。

第一，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机制。 上文区分单产品和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回归结果已部分说明这

一机制的存在性，接下来考察核心产品被反倾销时，核心产品出口额（ ｌｎ＿ｃｏｒｅｐｒ）和非核心产品（即
非被反倾销产品）出口比重（ｎｏｎｃｏｒｅ＿ｓｈ）的变化以及对企业总出口的影响。 如果企业出口产品转

换机制成立，则核心产品出口额将下降，而非核心产品出口比重将上升。 表 ３ 第（１）列表明核心产

品出口额显著下降，第（２）列表明非被反倾销产品出口比重显著上升，说明确实存在出口产品转

换，结合第（３）列结果，验证了这一中介效应存在。 第二，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机制。 对于产品多

样化，合理的代理变量是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ｅｘｐ＿ｎｕｍ），表 ３ 第（４）、（５）列给出了回归结果，ｅｘｐ＿
ｎｕｍ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遭受反倾销冲击后，出口产品种类数显著提升，并促使出口增

加。 第三，企业生产效率对出口产品转换和多样化的调节作用。 有些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和多样

化能力较强，从而在遭受冲击时能够变危为机；而另一些企业的这种能力就比较弱，从而出口降低。
背后原因是企业综合能力（ＴＦＰ）的差异，本文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结果见表 ３ 第（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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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列，其中 ＡＤ∗ＴＦＰ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生产率确实能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转换和多样化。
第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机制。 除了上述两个比较直接的机制，本文进一步考察企业出口能力的更

深层次表现。 正如理论分析指出的，反倾销冲击使得企业意识到价格竞争策略不可持续，从而逐步

转向质量竞争策略。 在现实中，也可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表 ３ 第（８）（９）列给

出了该机制的回归结果，ＡＤ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反倾销冲击会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产品质量提升可以反过来增加企业出口。
表 ３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核心产品被反倾销时

出口产品结构转换
出口产品多样化

企业生产率的

调节作用
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ｌｎ＿ｃｏｒｅｐｒ ｎｏｎｃｏｒｅ＿ｓｈ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ｅｘｐ＿ｎｕｍ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ｎｏｎｃｏｒｅ＿ｓｈ ｅｘｐ＿ｎｕｍ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ＡＤ
－ ０. ６９３∗∗∗

（０. ０６３）
０. １６２∗∗∗

（０. ０１０）
０. １４３∗∗∗

（０. ０４８）
０. ９７８∗∗∗

（０. ０１８）
０. ２１２∗∗∗

（０. ０２６）
０. ２３２∗∗∗

（０. ０２４）
－ ０. ２６４∗∗

（０. １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５４１∗∗∗

（０. ０２６）

ｎｏｎｃｏｒｅ＿ｓｈ
１. ４９２∗∗∗

（０. ０３８）

ｅｘｐ＿ｎｕｍ
０. ３３８∗∗∗

（０. ００７）

ＴＦ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７）

ＡＤ∗ＴＦ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２３２∗∗∗

（０. ０１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 ２３１∗∗∗

（０. ２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４３２３４ ４３２８０ ４３２８０ １００４７９ １００４７９ ７８２６６ ７８２６６ １００４７９ １００４７９
Ｒ２ ０. ６８７ ０. ６２８ ０. ８０２ ０. ７８６ ０. ７７２ ０. ６７３ ０. ７９９ ０. ８８２ ０. ７５７

　 　 （五）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首先，对处理组和控制组是否满足平行趋势进行检验，具体是将反倾销前 １０ 年和后 １０ 年的年

份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并加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取年份虚拟变量的点估计值和

９５％的置信区间作出平行趋势图，结果表明反倾销之前年份的虚拟变量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满足

平行趋势条件。 第二，为了避免异常值对估计结果造成干扰，对企业出口额最高和最低的 ５％的样

本进行缩尾。 第三，考虑到 ２０００ 年遭受反倾销的企业没有处理前的对照组以及 ２０１３ 年受到反倾

销的企业没有处理后的对照组，剔除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遭受反倾销的企业样本。 第四，用出口额作

为被解释变量可能受到趋势性因素、价格因素和企业规模的影响，因此进一步用企业出口额增长率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估计。 第五，用被反倾销产品出口额占比作为解释变量（ＡＤｖａｌｕｅｓｈ）进行估

计，但过于强烈的反倾销冲击对企业弊大于利，因此预期企业出口与反倾销强度之间存在“倒 Ｕ
型”关系，所以在回归中加入了反倾销冲击强度的平方项（ＡＤｖａｌｕｅｓｈ２）。 第六，为了尽可能减少样

本选择偏误造成的估计系数偏误，在进行双重差分估计之前，先对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表 ４ 给

出了上述各类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结论非常吻合，说明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第

七，本文也考察了反倾销冲击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及内在原因。 例如，本文发现混合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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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受到反倾销冲击后具有最大的灵活性，出口增加的可能性最大，一般贸易企业次之，加工贸易

企业又次之。 这一结果也与理论分析相吻合，因为加工贸易企业在出口中缺乏主动调整产品结构

的能力，而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的自主性更强。 特别是，混合贸易企业不仅具有加工贸易企业

的国外市场优势和供应链优势，而且具有一般贸易企业的自主性和更高的技术水平。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异常值缩尾 剔除部分反倾销案例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ＰＳＭ⁃ＤＩＤ

ＡＤ
０. ４８３∗∗∗

（０. ０２４）
０. ５４２∗∗∗

（０. ０２６）
０. ４５２∗∗∗

（０. ０４３）
０. ４８０∗∗∗

（０. ０２７）

ＡＤｖａｌｕｅｓｈ
１. ６０２∗∗∗

（０. １４８）

ＡＤｖａｌｕｅｓｈ２
－ １. ５６２∗∗∗

（０. １４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００４７９ １００２３０ ５３３８３ １００４７９ １００４７１
Ｒ２ ０. ７５８ ０. ７５６ ０. ２９７ ０. ７５４ ０. ７６６

五、 基于其他不利冲击的拓展分析

（一）企业层面的案例研究

利用大样本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无法展示个体具体特征，本文针对受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美

国对华反倾销案影响，但对美国总出口仍增长的企业，考察它们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间的涉案产品出

口及企业总出口情况。 本文选取具有连续出口记录的企业，并使企业地理位置尽可能分散，从而具

有一定代表性，最终获得表 ５。 结果显示，尽管个别企业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涉案产品出口存在小

幅下降，但大部分企业的出口仍上升，对企业涉案产品出口加总，可发现即使遭受负面冲击，但是加

总出口额仍逐年递增。 进一步可发现除个别企业外，企业总出口额在反倾销冲击后持续增长，且比

涉案产品增幅更大，表明这些企业存在出口产品转换行为。 当然，本文没有考察企业遭受贸易壁垒

冲击后出口减少的情况，但仍说明一些企业（出口能力较强）存在出口增加的可能。
表 ５ 反倾销冲击后案例企业出口情况 单位：美元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出口额 企业总出口额

企业代码 ＨＳ８ 位码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３１０８９６５６４１ ７３２４１０００ １８９８０９ ２５２２２９ ６５０１１７ １３３８３７６ ４２４２９９ ６３３１９５ １８７８６９６ ２８４７２１８

３１１６９４００４６ ８５０１６１００ ５５４９ ６５０１４ ９８９７１ １２０７８５ ５６６９６７３ ８３２３６７６ ８１０８０５１ ７４２４０７７

３１１９９５５０３０ ８５０１６１００ ６４９５１ １０６９６５ ７０１４０ １０５２１０ ５０６０４２２ ５０７０９２０ ４３８５１２４ ４０３２４２０

３２０２３４０８９３ ８５０１６１００ ４１５９１２ ３６１９９２ ２９９５８３９ ４９２４８５０ １９３４６５６８ １６１７０７８２ １７０３８２１２ ４１５６４１６０

３２０２９６８８５１ ８５０１６１００ ７００ ８６５８ １０５９１８ ９９０９３ ７００ ８６５８ １１１７７８ １０５７０９

３３０１９６８３８５ ８５０１６１００ ３６９８９０ １６３１９１９ １６９６５２５ １６３７７３４ ３６９８９０ １６４０３０６ １７０６１２１ １６３８８９１

３３１２９６０２０２ ７３２４１０００ ４６３１０ ７４９５９ １１０２４４ １９６９６０ ４９１７４ ８３９７１ １４２８２１ ２４５３７７

３３２１９６０２０２ ７３２４１０００ ６５８２６ １１７８２１ ５１１３６３ ５１７５６５ １２６４６５３６ １５２９７７２９ ２３１００２０４ ２６１３２４８２

３４０１９６１４９８ ８５０２３１００ ５０４２ ３３８１１ ９０５５２ ２５００ ５０４２ ３３８１１ ９０５５２ ２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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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出口额 企业总出口额

企业代码 ＨＳ８ 位码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４３０３９３３０６６ ８５０１６１００ ８３４４１ ２６１１４７ ３０６７０９ ７９５７３２ １０８４３９３ ３２３２０９

４４０４９４５０１９ ７３２４１０００ ８０１５５７ １３１０３９７ １５８１１４１ ２２００４５３ ８０１５５７ １３１０３９７ １６４３１３４ ２２８８１０１

４４０４９６２６５０ ７３２４１０００ １７４３５７０ １６７６３５０ １８１７７０８ ２５５２４７１ １７４５６９３ １８３３９２１ １８２３００８ ２５９０５８７

４４２０９４４９８７ ７３２４１０００ ８５６０８ １１１７９６ １１２５８５ ９６１０６ ２８０９８８ １７６２４０ ２４６３３４ １４３０３０

加总出口额 ３８７８１６５ ６０１３０５８ １０１４７８１２ １３７９２１０３ ４７１９６２７４ ５１６６７９９９ ６０５９７２４４ ８９０１４５５２

　 　 （二）利用中美贸易摩擦被加征关税的行业案例进行验证

本文进一步考察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而被加征关税的 ＨＳ８ 位码产品对美出口是否存在增加

的可能。 首先，根据中国 ２０２１ 年出口情况，确定出口大类：塑料、橡胶、纺织、服装、陶瓷产品、钢铁、
电话机、集成电路、杂项制品。 其次，在每个出口大类中，选取占比靠前的 ＨＳ８ 位码产品，考察它们

的出口情况并选取出口增加的产品代码。 再次，将上述 ＨＳ８ 位码与美国加征关税的 ４ 份清单进行

对照，从而获得被加征关税后出口仍增加的 ＨＳ８ 位码产品，最终选取部分产品获得表 ６。 这些产品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的出口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个别产品在冲击下一年度的出口存在一定程度下降，但
很快恢复增长趋势。 虽然表 ６ 仅从产品层面说明遭受贸易壁垒并没有使得出口下降，但产品层面

的出口增加对应着企业行为，说明了企业层面出口增加的可能性。 一方面，产品层面的出口上升必

然对应着一些企业该类产品出口上升，且抵消并超过其他企业的出口下降；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

该类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则企业层面出口增加的幅度和比重都将更高。
即使如光伏行业因反倾销冲击（被加征关税较高）而出口下降，但仍有企业维持了对美出口的

基本稳定，如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核心产品为太阳能电池）。 中国海关及公司年报数据显示，
在遭受反倾销冲击后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其出口仍保持增长趋势，虽然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出口有所

下降，但是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又迅速恢复，总出口额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２. ５９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８. ８４ 亿美元。 相对于其他企业，遭受贸易壁垒冲击的企业往往具有更强的出口能力，冲击也促使

其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提高出口能力，实现出口持续增长。
表 ６ 被加征关税后中国对美出口增加的 ＨＳ８ 位码产品出口情况 单位：万美元

商品编码 加征关税清单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３９２４１０００ ４ １７５２９６. １５ ２１２２９８. ８７ ２１９０２４. １５ ２３２７１３. ６１ ３２６２５３. ６５
４０１１４０００ ３ １２３４. ０６ １５４６. ３６ １５７８. １８ ２０６３. ７１ ３６３９. ９０
４０１１５０００ ３ １０２３. ９９ １０８２. １８ ９０４. ９５ １１２５. ６３ １９２５. ５９
６００６３１００ ３ ３１３９. ６０ ３６４２. ０９ ３８２８. ０２ ２６５５. ４９ ３９０５. ３１
６２０４２３００ ４ ９４３. ６１ １３４５. ７９ １７３３. ８４ ２７２３. ４７ ６４０５. ５６
６９１０１０００ ４ ６８２１１. １６ ７７８０１. ４２ ９０２６４. ２８ １００８０５. ６５ １３２５５０. ０８
７２１０１２００ ４ ５１６４. １５ ５０７５. ２５ ５７１１. ３８ ３８９５. ９２ １０６０３. ９２
７３２３９２００ ４ ４４１９. ５８ ５８３１. ０７ ５９６８. ４２ ７１０３. ２４ １０９２８. ６４
７３２４１０００ ３ １５８７５. ５９ １６８５２. ８３ １５５５５. ３８ ２１１３８. ４７ ３４３８２. ３２
７３２４９０００ ３ １６７２６. ３９ ２１４７２. ２１ １９０２３. ９７ ２６３８４. ８８ ４７２３６. ９９
８３０２２０００ ３ ６２５６. １０ ６６１６. ２９ ５６７７. ４９ ７４４４. ９８ １０３６１. ９５
８４７１６０７１ ３ ４６５６２. ４０ ５１７８７. ０７ ５３２２３. ６３ ８４９０４. ２１ １１１４０８. ５７
８５１７１２１０ ４ ３１２０４３９. １７ ３４６７６１１. ６１ ３０５３５９０. ５０ ３２２０７３５. ０６ ３９２５５８６. ７７
８５１７７０６０ ４ ９４３８２. ６０ １０６１６７. ８２ ８３３８７. ２１ ９８８１１. ７６ １２４３００.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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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６
商品编码 加征关税清单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９０１３８０９０ ４ １２６９. ０２ １６５８. ０１ １７６０. ０１ １１２２. ６５ ２０５１. ３４
９４０３８２００ ３ ３１２３. ９４ ３６１７. ９４ ３０９０. ３０ ４２３３. ７８ ５８５０. １７

　 　 数据来源：海关统计数据在线查询平台（ｈｔｔｐ： ／ ／ ４３. ２４８. ４９. ９７ ／ ）。

六、 结论与建议

中国在频繁遭遇各种不确定冲击的同时创造了出口增长奇迹，本文试图从企业出口能力视角

对此进行解释。 首先，本文构建了企业出口能力分析框架，包括其理论内涵、理论基础、组成部分和

决定因素。 企业出口能力可认为是企业汇聚、整合、配置资源要素以适应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环

境、维持出口持续增长的动态能力，它与出口韧性和出口竞争力有本质区别。 企业动态能力理论、
资源基础观、渐进式国际化理论构成了企业出口能力的重要理论依据。 企业出口能力进一步可分

解为企业潜在出口供给能力、出口转化能力、冲击应对能力，三者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决定因素。 其

次，本文以贸易壁垒冲击为具体场景，结合理论分析和模型深入考察企业出口能力的具体体现，可
以发现具有一定出口能力的企业完全可以在贸易壁垒冲击下维持出口增长趋势，其中出口产品结

构调整、产品多样化以及产品质量升级是企业出口能力的具体体现。 再次，本文利用美国对华反倾

销的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基本回归结果、机制检验、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都证实了理论分析

的结论。 最后，本文通过企业层面的案例分析以及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验证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政策意义，说明企业出口能力是中国出口持续增长的关键，更是企业应

对国际市场各种不确定冲击的关键。 因此，第一，要通过高质量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提高各类资源要素

的供给数量、质量以及流动性，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性，鼓励企业积累升级各类资源要素，从
而提升企业潜在出口能力。 第二，要通过高水平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升企业参与新一轮国

际生产分工的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出口转化能力。 第三，要激励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提高动态能力、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生产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从而增强冲击应对能

力。 在此基础上，中国出口将继续稳步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未来可能遭遇更多贸易壁垒冲击，给企

业出口增长提出了挑战，各级政府需要制定一些应对措施或帮扶政策。 例如，可收集和整理贸易壁垒冲

击的行业和企业特征，建立国家层面系统全面的贸易壁垒与企业出口跟踪数据库，从而准确了解贸易壁

垒对企业的影响。 各级政府可帮助受冲击企业进行出口产品升级，设计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补贴基

金”对受冲击企业进行补贴，从而增强企业冲击应对能力。 当然，企业也需要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做

好充分准备，如加快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
当然，本文还存在不足以及可供拓展的方向。 一是本文在构建企业出口能力分析框架后，仅利

用贸易壁垒冲击详细分析企业冲击应对能力并进行实证检验，而没有系统考察企业潜在出口供给

能力以及出口转化能力，而这两者也是企业出口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是

企业出口能力包括多个维度，可以构建指标体系对其进行更科学全面的定量化测算和分析，并据此

研究其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使得企业出口能力视角下的中国出口奇迹解释更加系统。 三是可

以在企业出口能力指标体系和定量测算基础上，深入研究其决定因素，如考察宏观、行业、产业链供

应链因素以及企业自身资源要素和国际化程度在企业出口能力中的作用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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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ｍｂ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ＶＣ， ｓｏ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ｅ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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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ａｔａ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ｌｅｖｅ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ｈ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ｉｒｓ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ａ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ｉｒ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ｓｈｏｃ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１３， Ｄ２１， Ｏ１９

（责任编辑：陈小亮）（校对：王红梅）
０２１

刘洪愧：不确定冲击下中国企业出口能力研究


